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下中国的一个

崭新课题。2011年 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
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

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1]。客家宗族组织治理是客家人应
对环境、管理社会的重要方式，在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
社会的过程中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值得我们发掘。
一、客家宗族组织治理是客家民系社会管理重要方式
所谓宗族，是指“基本上按男性血缘世系原则建立起来
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具有宗族色彩的活动，有着一种内

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群体”[2]。在历史上，宗族作为调整
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和组织，深刻影响着农民的

生活，在封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
客家先民一路南迁，历尽沧桑。尽管有些人在中原是贵

族世胄，家财万贯，但到达闽粤赣边区后己经一无所有，只

能一切从头开始，再创辉煌。这种没有政府支持，完全是民
间自发，为生存而长期辗转的迁徙，如果没有宗族的组织，

没有集体的团结力量与相互扶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
们一旦驻足定居，便注重延续香火，有的人甚至千里迢迢将

祖辈遗骸带到新居地安葬，更多的人则把第一位迁入新居

地的创业者尊为开基祖。他们最完整地保留的是原有的血
缘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移民潮的发生，来自同一祖籍

地的同姓族人逐渐投靠、聚集。于是家族壮大，“诸邑大姓，
聚族而居。族有祠，祠有祭的局面，凡大小姓莫不有祠。一村
之中，聚族血居，必有家庙。”[3]数世之后，则可能形成一个同
姓的，有共同血缘的群体，这种群体就是宗族。客家宗族的

社会结构是相当严密的，由家庭、房族、宗族推衍组织而成，
并具有祭祖、宗教、文化、经济、教育、仲裁、司法、保证等功
能，以维护并保证其宗族及其成员的生存稳定和有序发展。
因此，宗族对于族众而言，是在严酷的环境下赖以生存不可

或缺的社会群体组织。
客家宗族作为社群组织，在社会管理上既保持了古代

中原的宗法式文化形态，又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即“崇祖、
重教、自治”。
崇祖：一个家族，就是一个由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共同

体，而这种共同体，又可说是祖先血缘的延续。没有祖先就
没有后世子孙，没有祖先也就没有宗族，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祖先在宗族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崇祖，也就成为

宗族的第一要务。客家人的崇祖观念尤为强烈，他们长途跋
涉，来到陌生而艰苦的环境，更需要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

因此，他们哪怕是千里迢迢，适彼新土，也不忘背负祖先骸

骨，辗转迁徒。宗族形成之后，他们高举祖先的旗帜以团结
宗族成员。通过崇祖，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壮大宗族的声
威。而由于在南迁的客家人中（尤其是东晋永嘉南迁）有不
少原属中原世家大族，所以虽然是“落难”南迁，无法维持原
有的家声、家力，但在这些宗族中又依稀透着一种对世家声
望的眷念，比如客家地区的住宅楼门上常标有堂号、堂联，
这些堂号、堂联往往带有“家声”、“世泽”等专用语，如兴宁
王姓堂联“豫章世德，墨池家声”，梅县刘姓堂联“彭城世泽，
铁汉家声”等，这些堂号、堂联既反映了客家人对祖先的怀
念，又表现了客家人对家族原有声望的眷念。
重教：“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是客家人的优良传统，旧

时客家人以读书为出人头地之事，以读书为谋求职业的一

种手段，以此光宗耀祖，而族人也以子弟的优异学业成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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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且宗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族的士绅
学子的人数多寡，众则家族声隆，寡则家族不显。因此客家
各宗族都很重视兴学育才，总是采取各种手段办好本族弟

子的教育，并把这视为本族兴旺发达的大业，往往集中全宗

族的力量来培养弟子读书，由宗族出资聘请教师来为族中

子弟授课，本族弟子不分贵贱贫富，只要肯学，就由公用的

“学田”或“学谷”负责其求学费用。如旧时梅县的林氏宗族，
普遍用“公尝奖”的资金鼓励本族学子读书。各地的林氏宗
族把本宗族祖宗留下的公田、公山和其它宗族内的收入作
为本宗族的集体资金，这种资金称“公尝”（即本宗族的公用
资金，由宗族领导人管理），这些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兴办本

族的公益事业，一部分用于支持鼓励本族子弟上学。直至今
天，仍有些地方的林氏公尝可资助本族的学子读大学。每年
学期考试或春节前夕，按学生的学业成绩给予奖励。
自治：客家宗族组织的自治一方面体现在“族田”或“公
田”的管理上，“蒸尝田”，是家族公田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
宗族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祀祖先。为使公共祭祀能历年不
废，必须有公田作为共同经济基础。此祭田，客俗名“蒸尝”
田[4]。“蒸尝田”的功能除祭祀外，其收入还用于各种公益事
业，如修水利、铺道路、架桥、设渡等等。族田以互助救济方
式为宗族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资金支持，其公共性和自治

性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体现在宗族事务内部的管理，其主要
内容是：修订族谱、制定族人行为规范和施行家法、调解族
人间的纠纷。族谱在追源溯流、强调血缘关系的同时，还记
有祠规、族约、家风、家训等，以体现其家族的道德价值标
准，进而约束族人的行为。如：梅县《温氏族谱.家训六则》：
孝顺父母、和睦兄弟、严端品行、崇俭戒奢、公明息讼、积德
绵后[5]。《大埔黄氏族谱.江夏最要家训》有“睦宗族”的条目：
“宗族为万年所同，虽支分派别，但源出一脉，不可相视为秦
越，勿恃势凌弱，兹维吾族，宜敦一本之谊，共成亲亲之道。”
有“和乡邻”条目：“乡邻乃同井共居，宜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切不可相残相斗，务宜亲乡邻如同骨肉之亲。”[6]

可见，客家宗族系统规范宗族成员的生产、生活方式，
调解族内族外纠纷，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组织和机构，拥有教

化和族化的治理模式，以及详细的秩序维持办法。在国家权
力伸展之前，实际上承担了地方自治者的角色[7]。
二、客家宗族组织治理的社会管理意义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以血缘传承为纽带发展起来并

绵延不绝的宗族力量成为客家人能否立足的根本。血缘与
地缘的交织使宗族关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地方社会施加

了广泛的影响，宗族制度在客家民系社会管理过程中产生

过不可忽视的正向社会作用，比如：

1.祭祀祖先，把同宗人一定程度地凝聚起来，形成一定
的公共力量。客家人十分崇拜祖先，每年的春节、清明或中
秋都要举行全族性的祠祭和墓祭仪式。通过对同一血缘的
祖先认同，形成对血缘亲属关系的宗族的认同，加强族人情

感联系，增强宗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族众在血缘的作用下
形成一个整体，必要的时候在行动上达到一致，使宗族势力

得到张扬，而在有外部侵扰的情况下，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

武装力量，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

2.修编族谱，强化宗族成员荣誉意识，团结宗族成员。
“谱之关于伦常大矣，内而修身齐家，外而励风厚俗。”[8]故客
家各宗族都十分重视族谱的编篡、续修和保存。族谱成了整
个宗族荣辱兴衰的象征，充当了记载宗族繁衍史，培养认同

感和调解纠纷的蓝本。不少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千里迢
迢回乡寻根问祖，表达了不忘自己的祖国、家乡和祖宗的虔
诚情意；还有不少旅外客属侨胞、港澳台胞，自动在异国他
乡组织各种民间宗亲组织，如世界某氏宗亲会、旅某地某氏
宗亲会、某氏联谊会等等，以求达到弘扬祖德、敦亲睦族、团
结海内外乡亲，合作互助，共谋发展，亦有其一定的意义。

3.制定族规，调停家族内部的纠纷。族规是约束宗族成
员的行为规范，概而论之，或教导族员敬宗睦祖，发扬祖先

的公德，培育正统伦理和宗族观念；或理顺宗族内部关系，

调解纠纷；或训导族员谋生走正道，抵制恶习，倘若族人有

嫖、赌、盗、抢等不轨行为，将严惩不贷。客家宗族通过族规
的制定，力求形成勤劳俭朴、团结互助的淳朴民风，提高宗
族的声誉和社会影响。

4.兴办族学，提高宗族成员素质。在教育资源难以延伸
到农村地区的情况下，客家人出于对教育兴家、兴族的体
认，动用宗族力量，自办族学，对族内学龄儿童（主要是男

童）进行教育，这在客观上对提高农村地区村民素质起到了

当时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客家地区在各个时期，无论政
界、军界、商界、科技界，都涌现出声望显赫的客家人物，也
与客家各宗族重视教育的观念以及举措是密不可分的。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在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调整人

际关系，传承客家文化，弘扬客家优良传统等方面起到积极

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宗族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父权、
父权制度的体现，具有历史局限性。在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宗族组织管理对乡村治理，特别是村民

自治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村民自治，顾名思义，就是村民
自己治理农村，村民自治的实施首要在于村民的积极参与，

宗族的存在必然会对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产生影响。比如在
农村干部的选拔过程中，无论是选举还是推荐，大姓宗族或

者一同宗族中人数多的支系当干部的人总是机会多些。沿
袭下来，乡村政权便总是在大姓宗族或人多势众的同宗支

系中交替[9]。这样，有可能发生族长或一些族内有权威的人
强行干涉村级选举的现象，进而影响了民主选举的公平性。
再如村民在参与民主监督时，浓厚的宗族观念使村民普遍

信奉着“同宗同族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这种严重的宗
族心理倾向使得他们在村务管理中对同族干部监督较松，

不按原则办事，对异族干部则吹毛求疵，要求苛刻[10]。这些
情况的存在给现在的乡村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妨碍了

村民自治的顺利实施。
三、政府积极引导，发挥客家宗族组织治理的正向作用
由于宗族的存在，农村中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负面影响，然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族在短

时期内是不可能消失的，它还有其生存的土壤，因此，客家

聚居地政府非常有必要正视客家宗族组织治理问题，并妥

善地处理好客家宗族问题，进行积极的引导，努力挖掘其传

统形态中的现代因子，使其发挥在乡村治理、村民自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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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可以在以下几
个方面发挥作用：

1.发挥客家宗族调解功能，维护社会稳定。在农村发展
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冲突等各种原因，导致一系列的矛盾和

问题涌现，如村民与村级组织的关系紧张、邻里关系紧张、
家庭内部不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客家宗族组织由于在充
当调解和中间人方面具有许多先天便利条件，往往在调解

民间纠纷方面能取得比村民委员会更好的效果。宗族长非
常熟悉本村事务，可以在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中扮演

中间人的角色，将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维持农村
的稳定和发展。

2.发挥客家宗族保障功能，代言村民利益。宗族作为一
个组织实体，具有代表和保障宗族内每一个成员利益的作

用和功能。宗族的存在为村民利益的反映与表达提供了一
个新的渠道。在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村民的利益不能得到
有效保障的情况下，村落宗族对其成员的利益保障就带有

更多的“大众色彩”，“单个农民可能势单力薄，通过宗族其
声音往往会被放大，其问题也会受到重视。”[11]有了“代言”，
村民有了个反映民情的窗口，让每个村民，或者说是每个宗

族成员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都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形

成一个统一的意志，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
督的过程中去，很多事也就能得到理性的解决，从而缓和了

农村的社会矛盾，这无疑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
3.发挥客家宗族控制功能，维护社会秩序。客家宗族传
承下来的不少族规民约、村规家法，不乏具有民族文明精髓
的好东西。对促进当代农村社会经济的建设、繁荣与进步仍
有许多有益借鉴。族规、宗约、祖训等对宗族成员的行为形
成一种外在的约束力，如“报国家”、“敦孝悌、“崇和睦”、“克
勤俭”、“重教养”、“禁非为”等。对此，宗族成员必须遵守，如
果违反了族规、损害了宗族的整体利益和荣誉，就会受到严
厉的惩罚。“凡我族人，当和宗族，以强欺弱者，家法诛之，国
法惩之。”[12]这就给族人划定了行为规范，从而加强宗族内
部各成员、各家庭、各房支之间的内部团结，和睦相处，友助
扶持，维护整体利益，维护了既定的人际秩序及内部社会秩

序，最终达到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
4.发挥客家宗族互助功能，促进公共事务。客家人聚集
地多处山区，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各级政府对客家农村
公共事业的投入虽然是逐年增加，但对于广袤的农村大地

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宗族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宗族组织积极从事修桥筑路、扶贫互济等公益活
动，许多农村都有海外华侨捐修村里的学校、公路、桥梁、老
人活动场所、公共娱乐设施等，有力地促进了客家地区农村
的社会公共事业发展。

5.发挥客家宗族教育功能，提高道德水平。客家宗族在
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积极的思想，尤其是在道德方

面的一些认识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相一致的，如

“爱国爱家”、“重礼重法”、“行善积德”、“友助扶持”、“尊老
爱幼”等。宗族通过制定族规、族约、族歌、祖训的方式，把这
些思想融入到其中，对本宗族成员进行道德教育，从而提高

宗族成员的道德水平，进而提高村民的整体道德水平，推动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进程。
宗族在客家历史上源远流长，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它已

经深入到了客家民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客家农村地

区，宗族组织治理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在当前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倡要实现
村民自治的新时期，宗族组织治理对现在的乡村治理产生

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宗族组织操纵把持农村政

治发展大局，破坏国家村民自治法律法规，甚至形成“黑金
政治”、“村霸政治”现象的，政府必须对这些行为进行坚决、
严厉的打击，决不能手软，以消除其对乡村治理、村民自治
的不良影响。
引导客家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积极因素的发挥和控制

其对村民自治的消极影响，只是在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下，在宗族得以滋生的土壤还没有完全被铲除的条件下

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纵观历史长河，宗族文化毕竟是在小
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封建性、落后性和保守性的文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它的功能会

逐渐式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我们要积极发展农
村生产力，加强基层政治主导力量对客家宗组织的控制，发

展农村基层民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软化客家宗族文化的

“骨髓”，促成其消解，以最终完善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
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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